
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

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 1951 年五月

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

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

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

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

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

但是，在五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

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六、七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会议提前于五月十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

议》。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

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一九五八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九年公

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

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



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

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

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

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

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下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

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要求控制杀人比例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

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

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

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

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

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

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

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

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

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

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



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

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

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

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

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

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

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

剎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

内就已经逮捕了二百多万人，杀了五十多万人。进入五月份，大规模

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

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

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

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

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剎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

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



1954 年 1 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 262 万余

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 71.2 万余名，关了 129 万余名，先后管制

了 120 万人，教育释放 3.8 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

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 3 年，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0-10 至 1951-9;第二阶段为 1951-10

至 1952-9;第三阶段为 1952-10 至 1953 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

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 75%，按 71.2 万人

计算，即有 54.3 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

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

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 1951 年 1 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

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

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

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

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

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

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

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

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

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



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

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

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镇反大批杀人风源于毛泽东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

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

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

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

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

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

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

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

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

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

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

中共中央在 1949 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

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



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

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

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

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

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

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

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

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

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毛亲自向各地下达杀人指标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

的： 

 

1951 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 27 军的

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 21 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

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

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

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

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

“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



杀八、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

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

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

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

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 月 5 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

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

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

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

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

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

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

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

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

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

过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杀大杀 

 

1951 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

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



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

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

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

据 2 月 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

一千五百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

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千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

在南京多杀”! 

1951 年二月二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

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

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

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 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

间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 日)公开枪决五十八人;3 月 7 日夜

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 日公开枪决一百九十九人。毛泽东充分肯

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 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

处决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一千五百人。毛泽东说：“我

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

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

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



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处死一百多人的

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制)三千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

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

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

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 4 月 27 日一天逮捕八

千三百五十九人，仅隔三天，4 月 30 日一天就处决二百八十五人，5

月 9 日再处决二十八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

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 月 15 日一天又处决了二百八

十四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

名。 

 

黄克诚提议收缩镇反毛不理睬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

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

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

指标。到 1951 年 5 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十八万(188679)

余人，处决了五万七千(57032)余人，其中广东 4 月 1 个月即处决一

万(10488)余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三十五万(358000)余

人，处决了十万(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



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二十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

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

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

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

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

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

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

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

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 

 

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

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

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

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五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

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

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杀人失控欲剎车难以执行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 月 20

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二月中央会议

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

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

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

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

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

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

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

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

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

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

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

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十五万

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

三十万人——笔者)。 

 

“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

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

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

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

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



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

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

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

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

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

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剎

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

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

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 1951 年 5 月统计共拘捕人犯三

十五万八千名，杀了十万(100840)余名;到了 1951 年 10 月份统计数

字是：捕了四十六万(468385)余名，杀了十三万余(139435)名，这就

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十一万人，处决了四

万人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

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

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 1951 年初那几个月

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

无疑的。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

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

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

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

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

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

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

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

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

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

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

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

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

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

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

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

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



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

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

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

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

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

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

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

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

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

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

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

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4 年

第 5 期) 

 

 


